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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德性与幸福关系之辩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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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人们围绕着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便展开争论，并形成了两条思想路线。一条始

于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的德性即幸福的路线，一条始于伊壁鸠鲁的幸福即德性的幸福主义、快乐主义路

线。两条路线虽然相互竞争，但都共同强调幸福与德性的一致。竞争之处在于二者的立足点不同，一个以

幸福为立足点去诠释德性，一个是以德性为立足点去诠释幸福。幸福即德性的路线被称之为经验主义路

线，德性即幸福的路线被称之为唯理主义路线。康德扭转了德福一致的伦理学方向，认为幸福与快乐属于

经验性的存在，任何经验性的存在都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与有效性，并认为不幸的人未必无德，幸福的人

未必有德，从而认为道德与幸福之间并无必然性的牵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道德观也认为，道德生成

的基础是人们实际的经济关系，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道德保障的是让人们

过一种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要求的可能性生活，而不是一种快乐与幸福，或崇高与神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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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伦理学诞生以来，有一个问题似乎像幽灵
般地徘徊于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中，这个问题即是
人的德性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像一

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许多思想家们的目光聚
焦，却又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讼争不
断，却胜负难决。它引诱着许多思想家们，而且
是大思想家们深陷其中，饱受痛苦与折磨，却又
使许多人欲罢不能，弃之不易。这是一个极其古
老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并不过时的现代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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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代研究伦理学的许多人来说，面对的困惑与
受到的折磨，一点也不比先前时代的人们少。

熟悉与了解古希腊伦理学思想演进史的人应
该都知道，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围绕着人的
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便展开了激烈
的讼争，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学
派，或曰彼此不让与竞争的伦理学路线。一条路
线是德性即幸福，另一条路线是幸福即德性。两
条路线虽然都是围绕着幸福与德性的关系展开
的，并且都确认德性与幸福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与统一性，然而，两条路线在其出发点与理论
的归宿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强调德性即幸福
的伦理路线的理论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人的德性，
认为人们虽然都追求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什么
是幸福？幸福不是依据人们的感觉与主观性的判
定，不是人们感觉上的快乐，也不是欲望的满
足，人的幸福依赖于人的善行，一种真正幸福的
生活是一种符合德性要求的生活。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获得幸福，只有那些能遵循理性而行为，具
有德性与善行的人才能获得幸福。在德性即幸福
论者的思维理路中，德性既是人们获取幸福的源
泉，也是衡量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尺度。而与
德性即幸福相竞争的，即认为幸福即德性的人们
的观点则与此相反，在他们的思维理路中，追求
快乐与幸福是人生而具有的本性，因此，他们主
张人的德性不应与追求幸福的本性相违背，人不
是因有德而幸福，而是幸福本身即是德性，幸福
即是人们追求的目的，也是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
具有德性价值的尺度。倘若一个人的行为为自己
带来的不是快乐与幸福，而是不幸与痛苦，这样
的行为是不具有德性价值的。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具有崇高的
地位，他不仅是伦理学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学科的
奠基者，也是许多伦理学问题与概念的率先阐发
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的科
学，其功能与作用就是教化与训导人们如何正确
地实践或行为。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至
善。什么是至善？至善即是幸福。他区分了快乐
与幸福的差别，认为快乐属于幸福，但幸福不能
归结为快乐，其中的原因在于，快乐的来源不
同，性质不同，快乐有正当与不正当，高尚与卑
下，道德与不道德之分，不是所有为自己带来快
乐的行为都具有德性价值，在道德上都能获得肯
定性评价，因为驱使人们追求快乐的动机是人们

的感性欲望，它满足的也是人们的感性欲望。幸
福则不同，幸福需以理性为根据，只有根据理性
的要求而行动才能获取幸福。不是每一个享有快
乐的人都享有幸福，只有具有理性与遵从理性而
行为的人才享有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虽然
是一种有激情和欲望的存在物，但人的激情与欲
望需接受理性的调解，服从理性的权威，受到理
性的约束，人只有遵从理性而生活，而行为，或
是 “有为的实践”，人就发挥了他作为人存在的
目的与功能，这样的行为即是善行，也即是幸
福。亚里士多德提倡的过一种遵从理性，具有善
性与善行的德性生活，即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的观
点，对后来的斯多噶派的伦理学思想，以及后来
的基督教的伦理思想都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虽然，在哲学与伦理学上，斯多噶主义与亚里士
多德主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德性与幸福的关系
的理解与诠释上，二者的思维理路是大致相似
的。人必须依据理性而生活，根据理性的要求，
抑制自己的激情与私欲，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善性
的价值，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这种
以德性作为衡量幸福标准的路线，虽然其目的在
于试图引导人们走向崇高与神圣，但它的结果是
使坚持上述路线的人大都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与禁
欲主义者，将快乐排斥在幸福之外。

在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上，以伊壁鸠鲁为代表
的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伦理学派，在幸福与德性
关系问题上则持有了一条与德性即幸福的思想路
线完全相反与对立的路线：快乐即德性，或幸福
即德性的路线。伊壁鸠鲁对幸福与德性关系的理
解与他对人生目的的理解密切相关。人生的目的
是什么？这样的追问并不始于伊壁鸠鲁，可以说
自苏格拉底以来，几乎是希腊哲学与伦理学普遍
关注与一再追问的问题，区别在于不同的哲学家
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
就是追求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
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
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
仍是得到快乐”［１］１０３。在伊壁鸠鲁的思维认知中，
快乐与幸福是密不可分的，幸福不仅开始于快
乐，快乐更是幸福的目的，没有快乐也即没有幸
福。快乐与幸福是天生的最高的善，因此，人的
行为是否具有德性价值，关键在于是否为人自己
带来快乐与幸福或增进自己的快乐与幸福。在西
方伦理学史上，人们通常将伊壁鸠鲁的伦理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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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伦理学，所谓快乐主义
或幸福主义伦理学，概括地讲即是以快乐与幸福
作为判断人们行为善恶标准或尺度的伦理学派。
需要指出的是，伊壁鸠鲁所讲的快乐与幸福虽然
包括着人的肉体与感官的快乐与幸福，他反对一
切形式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以为 “一切善的
根源都是口服的快乐；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必须
推源于此”［２］３０９。但伊壁鸠鲁所说的快乐与幸福
又不仅限于肉体与感官的感觉，更是指向 “身体
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忧”［３］３６８。伊壁鸠鲁主张
的幸福即德性，即以是否能为人自己带来，或促
进与增加快乐与幸福作为判别人的行为是否具有
德性标准的快乐主义与幸福主义伦理学，同样在
西方伦理学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迹，发挥着持续
性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近代的法国唯物主义伦
理思想与英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中，人们看到的
不仅仅是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印迹与底色，甚至
是他的思想的复活与发展。在功利主义主张的以
是否增加与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与幸福作
为评价人们行为德性价值的标准与尺度的学说
中，人们看到的显然是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或幸
福主义伦理学的放大版或近代版。

二

综上所述，一个不争的与确认的经验性事实
是，发源于古希腊哲学与伦理学的西方伦理思想
史，直到近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确切些说
直到康德伦理学产生之前，人的德性与幸福的关
系问题，大都占有伦理学论说与纷争的中心地
位，并且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坚定信念，
即幸福与德性一致。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主张
德性即幸福论者认为，幸福必须符合德性的要
求，即幸福必须与德性一致；而主张幸福即德性
论者认为，德性必须符合幸福的要求，只有能给
人带来或促进与增加人们的快乐与幸福的行为，
才具有德性价值，即德性必须与幸福一致。而康
德伦理学的诞生，则使幸福与德性关系在伦理学
中的中心地位根本性颠覆。

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他既不认同德性即幸福
的观点，不认为人的德性必然性的会给人带来幸
福，更不认同幸福即德性的观点，他的伦理学所
探讨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的义务与责任问
题，而不是人的幸福问题。了解康德伦理学的人

都会获得这样的认知，他的伦理学的主要著作
《实践理性批判》所批判的靶标即是快乐主义、
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等以经验为基础的各种学
说。康德为何极力反对以人的快乐、幸福、功利
等作为衡量与评价德性的标准与尺度呢？显然与
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认识密切相关。康
德的理论理性也即纯粹理性所关涉的是人的认识
问题，所谓 《纯粹理性批判》所研究与考察的是
认识论问题，即人的认识能力及其限度问题。康
德认为，在认识论中，“物自体”是认识的来源，
人的认识不能越出经验的范围，而任何经验都是
个体性的，对经验的归纳所得出的一切结论都不
具有普遍必然的真理性，人们可以认识 “物自
体”的现象，不可认识 “物自体”的本质， “物
自体”的本质是人的认识无法到达的彼岸。康德
认为认识论考察的是理性与对象的关系，伦理学
考察的是理性与意志的关系，正因为存在着这样
的区别，因此，对于理论理性来说，它不能脱离
经验世界，对于实践理性来说，则必须超越经验
世界范围，不受任何经验制约。为何理论理性不
能越出经验范围，不能脱离经验？而实践理性必
须要超出经验的范围，摆脱经验的制约与束缚？
康德的认知是二者的目的不一样，理论理性是从
感性到概念再到理性；实践理性是从理性到概念
再到感性。即是说理论理性是从感性出发，最后
的目的是获得理性即原则，实践理性则是从理性
或原则出发，最后的目的是获得感性，即道德情
感，实践意志。人的道德情感与实践意志的形成
是受制于人们对道德的善恶概念的理解与认知，
而对善恶概念的理解与认识则受制于实践理性即
道德律令的理解与认知。人的行为或实践是否具
有道德价值在于是否遵从了道德律令的要求。在
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律令是人为自己的立法，
一个道德律令就是一个绝对命令，命令之所以是
绝对的，基本的意蕴在于它是无条件的，道德的
命令是直言的，不是假言的。什么样的道德命令
才具有绝对命令的性质，在康德看来，只有那些
具有普遍必然有效的律令才具有绝对命令的性
质。所谓普遍必然的有效性，即是指能超越时空
条件的规定，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普
遍性与有效性。正因为如此，道德律令作为一种
道德立法，其立法依赖的基础不能是经验，在他
看来，任何经验性的存在都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一切依据经验得出的原理都不能作为普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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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标准。人的快乐，幸福为何不能作为道德
的标准？因为，快乐与幸福都是一种经验的存
在，快乐与幸福是与个人的需求与体验相关，因
而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感到快乐与幸福，对另
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并不必然如此，甚至可能完全
相反。快乐与幸福不仅具有个体的特征，因人而
异，还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因时而异，不同历史
环境中的人们对快乐与幸福的理解与感受也是各
不相同的。康德不仅认为快乐与幸福是无关的，
而且那些影响与涉及到人的快乐与幸福的因素，
如才能、健康、财富、权力等实际上也与道德无
关，因为它们不是道德的善本身。富人有可能比
穷人快乐，健康的人有可能比有病的人快乐与幸
福，有才智与权力的人也有可能享有比平庸的与
无权的人更多的快乐与幸福，但前者较之于后者
并不必然地更有道德。

正因为道德律令或绝对命令是拒斥经验内容
的，因此，康德认为道德律令作为一种道德立法
只具有形式的性质与意义。在康德的伦理学中，
唯有形式，成为普遍立法形式才是道德律令的最
高原理。在伦理学思想史上，人们普遍认同康德
的伦理学与道德律令是形式主义的，这样的认知
与评价确有其一定的道理。道德律令为何只能是
形式的，且须超出经验内容，不依赖于律令的实
质，康德的理由是：“一个只能以准则的单纯立
法形式作为自己律令的意志，就是一个自由意
志。……一个自由意志既然不依赖于律令的实
质，就只有以律令为其动机了，但是在一条律令
之中，除了实质，也只含着立法形式，别无他
物。”［４］２８一条道德律令，就是一个自由意志，服
从道德律令，实质上就是服从自由意志，对自由
意志的服从，让自己的行为与道德律令的要求相
一致，或与自由意志相一致，与纯粹理性相一
致，这样的行为本身才是善的。在康德伦理学的
理论逻辑中，行为的善来自于决定行为的意志的
善，意志即是实践理性，意志或实践理性的善来
自于对道德律令所体现的自由意志或纯粹理性的
服从。一条道德律令，就是一条绝对命令，命令
是绝对的是因为命令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条应
该，一种应当的义务，一个为了 “义务”而行事
而行为的意志就是善的意志。行为的为义务与行
为的符合义务不是相互等同的，行为的为义务遵
从的是道德律令的命令，是一种绝对命令，行为
的符合义务也可能遵守的是一种假言命令的结

果，因而并不一定具有道德价值。那么，作为纯
粹形式的道德原理，或道德律令的确切所指是什
么？康德给出的规定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
法则：不论做什么，总应该作到使你的意志所遵
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
理。”［４］３０需要指出的是，伦理学思想史上的快乐
主义、幸福主义大多将追求快乐和幸福视作是人
的本性的观点，康德并不对此给予否定，康德反
对的是将快乐与幸福视作是道德的标准，认为快
乐和幸福与道德是无涉的。康德认为，追求快
乐、幸福虽然是人的本性，但道德的根源不在于
人性，甚至恰恰相反，道德律令的基础是自由。
康德认为，幸福发生的根据是客观的因果规律，
道德律令的根据是自由，二者之间并无内在的联
系，不能用以是否有益于增加人们的幸福作为道
德的标准，也不能以道德律令去干预幸福的存
亡。在人们感性生活的领域中，福与德并非是彼
此相配与携手同行的，彼此背离的情况是经常发
生的，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恶徒
在有福者中的占比有可能比不幸者中的占比更
高。幸福与德行二者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联结与
统一在一起的，如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其结果必
然是导致理性中的二律背反。如何消除这种二律
背反？康德寄希望于宗教，认为德行与幸福的匹
配只有在至善中才能实现。什么是 “至善”？“至
善”即是一种 “至上的” “无条件的”善，只有
在 “至善”中才能包括德行与幸福在内。然而在
康德的思想体系中，“至善”概念并不是实践理
性所要探讨的核心概念，而是作为伦理学的归宿
宗教所探讨的概念，因而 “至善”的概念不是伦
理学的，而只是作为伦理学归宿的宗教学的概
念。“至善”不能在感觉世界中的此岸得到实现，
只有在超感觉的彼岸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在感觉
世界的此岸，幸福是不能导致德行的，德行也不
能导致幸福，但在超感觉的本体世界中，德行与
幸福的匹配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达至 “至
善”，实现德行与幸福的匹配，必须假定有一个
超感觉的彼岸世界或本体世界的存在，因而必须
有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的公设。只有灵魂不朽，
追求道德的完满才有可能，只有上帝存在与上帝
之手的作用，德行与幸福才能实现匹配，因为只
有上帝的手才能将幸福分配给那些有德行的，让
有德行的人配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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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康德的伦理学以人的自由为基石，强调人的
行为应听从自由的命令，人承担的义务应与理性
相一致，试图超越人的感性需求与感性经验，以
理性与自由为尺度，构建出适合一切情况，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普遍必然性与有效
性，具有绝对命令性质的道德律令的纯粹形式主
义与义务的伦理学，在哲学路线上无疑是属于唯
心主义的。不仅如此，虽然康德认为道德律令具
有普遍的必然性与有效性，但由于康德的绝对命
令只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
规定，一进到社会实践的领域，绝对命令通常会
变成软弱无力的命令，它到处适用，也到处都不
适用，甚至是到处无用。尽管如此，康德伦理学
作为被许多人称之为的伦理学领域的一次 “哥白
尼式”的革命，还是提出与包含了一些不应被忽
略的思想。康德关于幸福与德性的论述，便是一
个富有启发性并应受到我们重视的思想。

康德虽然并不绝对地反对与否定幸福与德性
的统一，但他只是将这种统一赋予彼岸的世界，
而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则坚决地认为作为道德
立法体现的道德律令不应以人的感性需求与感性
经验为基础，认为人对幸福、快乐、利益的追求
虽然是人的本性，但道德不是根源于感性的人的
本性，而是超越于人的本性的，因而道德与人的
快乐与幸福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性的联系。
道德律令既不是以人的幸福与快乐为根据，也不
是为人的快乐与幸福服务的存在。道德律令作为
一种绝对命令，它的发出者是作为总体的人类社
会，表达的是社会对个体的要求、规范与命令。
这种要求、规范和命令，就其性质讲，维护的不
是个体的利益，而是社会的总体利益，它不仅不
必然地与个体的快乐、幸福、利益相一致，有时
还会发生背离与冲突。当社会总体的利益与个体
的快乐、幸福、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道德律
令维护的通常是社会利益。康德伦理学的性质是
唯心主义的，但他在唯心主义的形态里，却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触摸到了伦理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揭示出伦理学的本质特征，即伦理学所要处
理的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作为总体存在的人类
社会的关系问题。伦理学关注的不是感性存在的
个体的快乐与幸福，而是作为总体的人类社会存
在的需要。

人的行为要具有德性价值，必须遵从道德律
令的命令，一条道德律令就是一个道德义务，人
的行为因履行了道德义务而具有德性价值。道德
律令作为一种道德立法，其立法的依据是什么？
是自由。自由是什么？康德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
规定，康德认为道德律令是纯形式的，不能有任
何实质性的规定，任何有实质性的规定的东西都
是经验性的存在，而以经验为根据的道德命令是
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这即是康德形式主义伦理
学的逻辑理路。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自由概念由
于没有任何规定，因而是空的，他将康德伦理学
称之为 “空虚的形式主义”。黑格尔的伦理学也
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他肯定了康德的理性的自由
是道德律令的基础的观点，但黑格尔认为自由不
是无规定的空的东西。什么是自由？自由即是对
必然的认识。黑格尔的所谓必然即是绝对理性、
绝对精神及其历史性展开，认为唯有绝对精神本
身才是自由的，因此，黑格尔认为道德律令必须
服从绝对精神的要求与原则。但黑格尔认为对精
神和自由的认识与理解不能离开与精神相对立的
物质，因为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物质的世界
虽然是与精神相对立的现象世界，但它不过是精
神的外化、异化、对象化，因而不能脱离现象世
界去认识与理解精神。因此，黑格尔在谈道德时
是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及其历史发展联系在
一起的，更多的是从历史的维度去看伦理道德。
因而，较之于康德，黑格尔的道德学说具有更多
的历史感。

那么，作为道德规范、道德律令或道德命令
生成的基础与根据是什么？或者说作为道德的
“道”究竟指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
道德观对涉及到伦理学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的探
究与诠释，既不像康德那样，诉诸纯逻辑的概念
分析与命题推论，也不像黑格尔那样诉诸思辨的
抽象，而是从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历史经验性事实
出发，从中归纳与总结出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客观
规律。人们是从哪里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全
部伦理史的经验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人们
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
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
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５］４３４即
是说任何道德观念既不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不
是来自于神秘性的客观精神的要求，也不是产生
于自然性的良知良能，而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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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自于人们进行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在马克思历史观与道德观的理论逻辑中，道德在
社会的结构中是归属于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上
层建筑的基础是经济基础，任何形式的社会规范
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的经济
关系既决定着社会规范的生成，也决定着社会规
范的历史演进与更替，任何社会规范都能，并且
也只能从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去获得根源性诠释，
道德规范的生成与演进也一样。需要指出的是，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调节的并不仅仅是人们
的经济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都需要
道德的规范，但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经济
关系的基础上生成的，因此，所有的伦理观念从
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都是从人们进行生产与交
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的，并从经济关系的性质去
得到合理性诠释。正因为道德规范生成与演进的
基础是人们 “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因
而，在马克思历史观与道德观的理论逻辑中，道
德规范也好，律令也好，或者叫作道德命令也
好，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都具有历史的性
质，绝不会具有永恒不变的，适合一切时间与空
间的普世与普适的性质。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决
定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基础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不是不变的，而
是有规律地发生历史性变更。在私有制存在的社
会中， “切勿偷盗”就必然成为一个道德规范、
律令或命令，否则私有制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
假若，偷盗是被允许的话，私有制与私有财产的
存在就会成为不可能。但如果私有制不再存在
时，“切勿偷盗”也必将从道德规范的领域中消
失，因为它将变得毫无意义。

道德规范、律令、命令不仅是在社会的经济
关系的基础上生成与演进的，而且它的功能与使
命也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道德规
范的价值取向既不是人们的幸福与快乐，也不是
追求人的完满、神圣与崇高，而是服务与保障那
些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必然生成的生产方式与交换
方式的正常运行，使人们的经济关系以及以社会
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关系得以有序地运
行，从而使人们过一种符合历史必然性要求的可
能性生活，而不至于因社会关系的混乱与无序而
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得不可能。人作为人存在，
追求生活的快乐与幸福是一种近乎于自然性的本

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人愿意忍受痛苦与
不幸，即使是暂时地愿意忍受痛苦与不幸，在大
多数的情况下，人们也是希望这种痛苦与不幸能
够换来更大的幸福与快乐。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
道德观也坚决拒绝将人的德性与人的幸福进行捆
绑。马克思的伦理观不同于康德伦理学的地方在
于，康德认为人的快乐、幸福是一种经验性的存
在，而任何经验性的存在都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
与有效性，而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则认为，
任何道德规范反映的都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
方式的要求，道德能够追求与保障的只是一种可
能性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快乐与幸福的生活。
“切勿偷盗”的道德戒律在价值取向上只是要求
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以便维护私有制与私有财
产的存在。仅此而已。丝毫不含有要求增加自己
与他人幸福与快乐的意蕴。道德规范不具有也不
应具有神圣与崇高的价值取向。人类社会是需要
神圣与崇高的，但神圣与崇高不应成为道德要
求，所有的人都应成为有道德的人，大多数人也
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但社会不能要求所有的人
都成为神圣与崇高的人，大多数人都难于使自己
成为崇高与神圣的人，当一个道德律令无法为大
多数人所遵守时，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没有实
际意义的一纸空文。康德的伦理学赋予道德律令
神圣与崇高的性质，所以康德的绝对命令也就必
然是软弱无力的。仍以 “切勿偷盗”为例，一个
没有任何偷盗记录的人，在私有制社会下，道德
的评价上无疑属于有道德的好人，但也仅此而
已，好人远非是崇高与神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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